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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治理环境污染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选择ꎬ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管

制政策ꎬ 试图通过政策驱动改善环境治理效应ꎮ 当前ꎬ 环境管制效果评价问题已成为理论界和

政策界关注的热点ꎬ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管制能否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增强企业竞争力和

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ꎬ 但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文献结论依然莫衷一是ꎮ 特别地ꎬ 从策略视角深度

解析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管制策略 “黑箱” 的研究仍较鲜见ꎬ 因而探讨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管制策

略及环境管制强度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ꎮ 本期推出的 “地方政府间

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 机制与实证” 一文ꎬ 采用演化博弈论方法打开地方政府环境管

制行为的策略选择的 “黑箱”ꎬ 验证环境管制强度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ꎬ 分析环境管制对污

染治理的传导路径ꎬ 为地方政府环境管制策略背景下制定有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决策依据ꎮ

“政府管制” 栏目特邀主持人: 王俊豪　 教授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
治理效应: 机制与实证

陆立军１ꎬ２ꎬ 陈丹波１

(１􀆰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ꎻ
２􀆰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针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特点ꎬ 本文构建地方政府间环

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ꎬ 运用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自滞后模型ꎬ 验证地方政府间环境

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地方政府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实施环境规制策

略ꎬ 存在 “逐底竞争” 和 “趋好竞争” 两个均衡点ꎻ 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明显

降低本地区的污染排放ꎬ 但会引发污染的就近转移ꎻ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由

东向西逐渐增强ꎬ 而污染转移效应则由东向西逐渐减弱ꎻ 创新补偿效应是推动地方政府间

环境规制策略由 “逐底竞争” 向 “趋好竞争” 转变的主要方式ꎮ
关键词: 环境规制ꎻ 污染治理ꎻ 演化博弈ꎻ 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４􀆰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 － ４８９２(２０１９)１２ － ０１０４ － １０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经济 “增长奇迹”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度的能源消耗、 严重的工业污染

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１]ꎮ 经测算ꎬ 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代价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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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５％ [２]ꎮ «２０１７ 中国生态环境公报» 指出ꎬ 在全国 ３３８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ꎬ 仅有 ９９ 个城市

的环境空气质量达标ꎬ 不达标的城市数量占比 ７０􀆰 ７％ ꎻ 对 ４６３ 个市(区、 县)的降雨检测发现ꎬ 酸

雨城市占比达 １８􀆰 ８％ ꎮ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ＥＰＩ)排名ꎬ 中国的环境绩效位列全球 １２０ 名ꎮ 不仅如此ꎬ 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健

康成本占 ＧＤＰ 的比重已达 １􀆰 ２％ ~ ３􀆰 ８％ ꎬ 且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的人数达 ３５ 万 ~
５０ 万人[３] ꎮ 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ꎬ 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焦点

问题ꎮ
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是各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首要方式ꎮ 事实上ꎬ 早在 １９８２ 年中国就制定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来控制环境污染问题ꎮ 自 １９８９ 年颁布 «环境保护法» 以来ꎬ 中央政府先

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多达近 ３０ 部) [４]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４ 年修正后颁布的

新 «环境保护法» 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ꎬ 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决心ꎮ
目前ꎬ 环境规制政策也由浓度控制的 “软约束” 转向总量控制的 “硬约束” [５]ꎮ 在国家发展战略

上ꎬ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 “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后ꎬ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 “绿色

发展” 作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由之路ꎬ 由此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

善”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ꎮ 虽然环境规制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ꎬ 但是由地方政

府分别负责执行的ꎮ 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下ꎬ 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拥有足够的自主权ꎮ 这

意味着在追求 ＧＤＰ 增长的绩效评估制度下ꎬ 地方政府往往扭曲资源配置ꎬ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为目标[６]ꎮ 因此ꎬ 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

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情况ꎮ
本文的边际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 (１)在相关文献整理的基础上ꎬ 利用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演

化博弈论方法ꎬ 探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行为特征及污染治理效应ꎬ 并以此构建本文的理论

分析框架ꎻ (２)采用空间自滞后模型(ＳＬＸ)ꎬ 实证检验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行为特征及污染

治理效应ꎬ 以克服传统计量模型无法考察变量间空间交互作用的弊端ꎻ (３)进一步从 “遵循成本”
和 “创新补偿” 两个维度识别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ꎬ 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治

理机制提供决策依据ꎮ

二、 理论分析框架

(一)相关文献回顾

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ꎬ 为维持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ꎬ 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来降低环境标

准ꎬ 以吸引更多的外部要素流入ꎬ 最终形成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 “逐底竞争”ꎮ
关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研究ꎬ 大多数学者采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

规制策略互动ꎮ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等(１９９２)构建两地区、 两企业和两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ꎬ 发现环境税的

参数变化影响均衡产出和企业区位选择ꎬ 并存在 “逐底竞争” “趋好竞争” 等多个纳什均衡[７]ꎮ
Ｂａｒｒｅｔｔ(１９９４)在古诺竞争模式下构建双寡头模型ꎬ 发现本国企业为赢得更多的垄断利润往往采取弱

于竞争国的环境规制策略[８]ꎮ 在此基础上ꎬ Ｄｕｎｇｕｍａｒｏ 和 Ｍａｄｕｌｕ(２００３)、 Ｙａｎａｓｅ(２００９)、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和 Ｖａｎ Ｌｏｎｇ(２０１２)等运用博弈论方法讨论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 跨境污染治理等对政府环境规制

策略的影响效应[９][１０][１１]ꎮ 张文彬等(２０１０)、 潘峰等(２０１５)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ꎬ 分析中国地方政

府间环境规制的策略、 动机及行为特征[１２][１３]ꎮ 其基本逻辑是在财政分权体制下ꎬ 地方政府为保证

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或吸引外地企业的入驻而可能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标准ꎬ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ꎬ 但

􀅰５０１􀅰

陆立军等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 机制与实证　



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强度不断下调ꎬ 从而演变成 “逐底竞争”ꎮ
对有效识别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ꎬ 空间计量模型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实

证方法[１４]ꎮ 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 和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２００２)通过对美国州际之间的环境规制策略的实证研究ꎬ 发现美

国州政府之间的环境规制策略更多地表现为 “趋好竞争”ꎬ 并非是 “逐底竞争” [１５]ꎮ Ｗｏｏｄｓ(２００６)
分析美国煤炭安全条例的作用效果ꎬ 发现州际之间存在 “逐底竞争” [１６]ꎮ 朱平芳等(２０１１)研究发

现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 “逐底竞争” 在 ＦＤＩ 水平较高的城市间最为明显[１７]ꎮ 赵宵伟

(２０１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城市数据ꎬ 检验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经济增长效应ꎬ 发现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 “逐底竞争” 主要存在于中部地区[１８]ꎮ 沈坤荣等(２０１７)利用空间自滞

后模型ꎬ 研究中国城市间环境规制的污染转移效应ꎬ 发现环境规制引发污染的就近转移ꎬ 其空间范

围达 １５０ 公里[１９]ꎮ
有关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ꎬ 目前主流观点主要分为两支ꎮ 一支是 “遵循成本

说”ꎬ 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产生 “约束效应”ꎬ 使成本增加、 生产效率降低ꎬ 进而抑制地区经

济发展ꎮ Ｂａｒｂｅｒａ 和 Ｍｏｃｃｏｎｅｌｌ(１９９０)基于对美国石油和钢铁等重工业行业的分析ꎬ 发现环境规制造

成行业生产率下降、 地区经济下滑ꎮ 另一支是 “创新补偿说”ꎮ Ｍ. Ｅ. Ｐｏｒｔｅｒ 等(１９９５)提出 “波特

假说”ꎬ 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ꎬ 从而建立竞争优势ꎬ 指出 “创新补偿效

应” 能部分或全部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 “遵循成本” 的增加ꎮ 该假说自提出以来受到的关注和争

议不断ꎮ Ｂｍｎｎｅｒｍｅｉｅｒ 等(２００３)根据美国 １４６ 个制造业企业数据ꎬ 发现由环境规制引起的成本增加

将倒逼企业开展技术研发ꎮ Ｍａｎｓｕｒｙ 等(２００８)研究美国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的影响ꎬ 发现环境规制

能提高绿色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水平ꎬ 企业可获得更多利润ꎮ 韩庆兰和廖佩君(２０１８)基于我国 ３４ 个

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ꎬ 认为环境规制对行业生产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ꎮ 虽然国外较多的研

究成果支持 “波特假说”ꎬ 但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从 “遵循成本” 和 “创新补偿” 两个维度探讨

政府间环境治理作用机制的研究仍较有限ꎮ
(二)演化博弈模型

以往关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研究主要以博弈方完全理性为假设条件ꎬ 但现实中的博弈

方难以完全理性ꎬ 而策略选择往往是通过不断学习和调整的动态博弈结果ꎬ 因此运用有限理性的演

化博弈模型将更具现实意义ꎮ 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ꎬ 地方政府之间是相互学习的重复博弈过程ꎬ 其

策略调整可采用复制动态方程来进行模拟ꎮ
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及 “俱乐部” 特征[２０]ꎬ 假设博弈双方为相邻的地方政府ꎬ

其环境规制的策略为执行或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ꎮ 当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ꎬ 所辖区域内的

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并治理污染ꎬ 最终减少区域内的污染排放ꎬ 改善了生态环境ꎻ 当地方政府不执行

环境规制政策时ꎬ 所辖区域内的企业都不对排污进行治理ꎬ 使污染排放增加ꎬ 恶化了生态环境ꎮ 由

于污染排放存在明显的溢出或转移效应[１９]ꎬ 假设地方政府间具有同向外部性ꎬ 即一个地区的生态

环境恶化(改善)会降低(提高)另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ꎮ 同理ꎬ 当地方政府都执行环境规制政

策时ꎬ 博弈双方均能获得相同的环境效益ꎻ 当博弈双方采取不同的环境规制策略时ꎬ 执行环境规制

政策的地方政府不仅要支付环境规制成本ꎬ 还要承担另一方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污染负外部

性ꎬ 而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地方政府则不仅无需承担环境规制成本ꎬ 还能获得另一方执行环境规

制政策带来的环境正外部性ꎮ
假设地方政府 Ａ 和地方政府 Ｂ 相邻并进行环境规制策略的博弈ꎮ 地方政府 Ａ 的环境规制成本

设定为 ＲＡꎬ 它包括环境规制的执行成本和经济代价ꎬ 执行成本是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投

入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等要素成本ꎬ 经济代价是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给所辖区域经济发展

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令 ＥＡ 为地方政府 Ａ 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所辖区域内污染减排量ꎬ ＰＡ 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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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所辖区域内污染增加量ꎬ ＲＢ、 ＥＢ 和 ＰＢ 分别对应的是地方政府 Ｂ 的相关指

标ꎮ 为反映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外部性ꎬ 设定 β 为地方政府 Ａ 对 Ｂ 的外部性系数ꎬ λ 为地

方政府 Ｂ 对 Ａ 的外部性系数ꎮ 基于上述基本假定ꎬ 考虑到地方政府 Ａ 和 Ｂ 为 ２ × ２ 对称重复博弈ꎬ
其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博弈的支付矩阵

地方政府 Ｂ

执行 不执行

地方政府 Ａ
执行

不执行

( － ＲＡ ＋ ＥＡ ＋ λＥＢꎬ － ＲＢ ＋ ＥＢ ＋ βＥＡ) ( － ＲＡ ＋ ＥＡ － βＰＢꎬ － ＰＢ ＋ βＥＡ)

( － ＰＡ ＋ λＥＢꎬ － ＲＢ ＋ ＥＢ － βＥＡ) ( － ＰＡ － λＰＢꎬ － ＰＢ － βＥＡ)

在地方政府 Ａ 群体中ꎬ 设定选择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地方政府占比为 ｘꎬ 则选择不执行的地方

政府占比为(１ － ｘ)ꎮ 同理ꎬ 在地方政府 Ｂ 群体中ꎬ 设定选择执行和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地方政

府占比分别为 ｙ 和(１ － ｙ)ꎮ
通过复制动态方程ꎬ 我们模拟有限理性条件下地方政府 Ａ 和 Ｂ 之间的重复博弈过程ꎮ 在地方

政府 Ａ 群体中ꎬ 执行和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地方政府期望收益分别为 ＵＡ１和 ＵＡ２:
ＵＡ１ ＝ ｙ( － ＲＡ ＋ ＥＡ ＋ λＥＢ) ＋ (１ － ｙ)( － ＲＡ ＋ ＥＡ － λＰＢ)
ＵＡ２ ＝ ｙ( － ＰＡ ＋ λＥＢ) ＋ (１ － ｙ)( － ＰＡ － λＰＢ)
地方政府 Ａ 群体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ＵＡ ＝ ｘＵＡ１ ＋ (１ － ｘ)ＵＡ２

地方政府 Ａ 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ｘ) ＝ ｄｘ
ｄｔ ＝ ｘ(ＵＡ１ －􀭺ＵＡ) ＝ ｘ(１ － ｘ)(ＰＡ ＋ ＥＡ － ＲＡ)

在地方政府 Ｂ 群体中ꎬ 执行和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地方政府期望收益分别为 ＵＢ１和 ＵＢ２:
ＵＢ１ ＝ ｘ( － ＲＢ ＋ ＥＢ ＋ βＥＡ) ＋ (１ － ｘ)( － ＲＢ ＋ ＥＢ － βＰＡ)
ＵＢ２ ＝ ｘ( － ＰＢ ＋ βＥＡ) ＋ (１ － ｘ)( － ＰＢ － βＰＡ)
地方政府 Ｂ 群体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ＵＢ ＝ ｙＵＢ１ ＋ (１ － ｙ)ＵＢ２

地方政府 Ｂ 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ｙ) ＝ ｄｙ
ｄｔ ＝ ｙ(ＵＢ１ －􀭺ＵＢ) ＝ ｙ(１ － ｙ)(ＰＢ ＋ ＥＢ － ＲＢ)

这里ꎬ ＰＡ ＋ ＥＡ － ＲＡ 是地方政府 Ａ 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净收益ꎬＰＢ ＋ ＥＢ － ＲＢ 是地方政府 Ｂ 执行

环境规制政策的净收益ꎮ 令 Ｆ(ｘ) ＝ ０ 时ꎬ 我们可得到地方政府 Ａ 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均衡点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ＥＳＳ) 分别为 ｘ∗ ＝ ０ 和 ｘ∗ ＝ １ꎮ当 ＰＡ ＋ ＥＡ － ＲＡ > ０ 时ꎬＦ(ｘ) > ０ꎬＦ(０)
> ０ꎬＦ(１) < ０ꎬｘ∗ ＝ １ 则是地方政府 Ａ的演化稳定策略ꎻ当 ＰＡ ＋ ＥＡ － ＲＡ < ０ 时ꎬＦ(ｘ) < ０ꎬＦ(０) <
０ꎬＦ(１) > ０ꎬｘ∗ ＝ ０ 则是地方政府 Ａ的演化稳定策略ꎮ类似地ꎬ地方政府 Ｂ 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均衡

点分别为 ｙ∗ ＝ ０ 和 ｙ∗ ＝ １ꎮ当 ＰＢ ＋ ＥＢ － ＲＢ > ０ 时ꎬＦ(ｙ) > ０ꎬＦ(０) > ０ꎬＦ(１) < ０ꎬｙ∗ ＝ １ 则是地

方政府 Ｂ 的演化稳定策略ꎻ当 ＰＢ ＋ ＥＢ － ＲＢ < ０ 时ꎬＦ(ｙ) < ０ꎬＦ(０) < ０ꎬＦ(１) > ０ꎬｙ∗ ＝ ０ 则是地

方政府 Ｂ 的演化稳定策略ꎮ
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均衡点可知ꎬ 地方政府间的外部性并不影响环境规制策略

的选择ꎮ 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策略的选择主要通过权衡环境规制的成本和收益来实现ꎮ 当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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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大于成本时ꎬ 即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ꎬ 由此带来的创新补偿超过遵循成

本时ꎬ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执行环境规制政策ꎬ 从而形成 “趋好竞争” 的格局ꎮ 当环境规制的

收益小于成本时ꎬ 即由于各地区在分权治理结构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考核制度下ꎬ 地方政府出于

利益考虑降低环境准入门槛ꎬ 弱化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 “合规成本” 来吸引更多高耗能投资ꎬ 越

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不执行环境规制政策ꎬ 从而形成 “逐底竞争” 的格局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地方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ꎬ 即当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ꎬ 不仅让所

辖地区受益ꎬ 也易给邻近的地方政府 “搭便车” 并享受该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ꎬ 加之各

地区对流动性资源竞争激励千差万别ꎬ 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标准存在阶段差异性竞争ꎮ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准确识别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是 “逐底竞争” 还是 “趋好竞争”ꎬ 本文采用空间自滞后

模型(ＳＬＸ)进行实证研究ꎬ 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ｔ ＝ α ＋ βＥＲ ｉｔ ＋ λＷｉｊＥＲ 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ｉｔ ＋ ηｉｔ ＋ εｉｔ

其中ꎬ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期的工业污染排放量ꎬ ＥＲ 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期的环境规制强度ꎬ Ｘ 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期的控制变量ꎬ 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ꎮ 对于 Ｗｉｊ的设置ꎬ 本文采用基于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

阵ꎬ 以避免邻接矩阵的非现实性假设ꎮ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ꎬ 本文通过对回归系数 β 和 λ 的判断来识别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策略博

弈结果(见表 ２ 所示)ꎮ 当 β > ０、 λ > ０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时ꎬ 地方政府间表现为 “逐底竞争” 策

略ꎮ 为在经济或政治领域获得竞争优势ꎬ 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主动降低环境标准的激励ꎬ 以吸引更多

外部要素流入ꎬ 从而导致环境规制在一定区域内失效ꎮ 当 β < ０、 λ < ０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时ꎬ 地

方政府间表现为 “趋好竞争” 策略ꎮ 如果将环境问题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ꎬ 地方政府间通过

政治锦标赛的模式形成竞相向上的 “趋好竞争” 策略ꎮ 当 β > ０、 λ < ０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时ꎬ 地

方政府间表现为 “差异化竞争 Ａ” 策略ꎬ 即存在(不执行ꎬ 执行)环境规制策略ꎮ 当邻近地方政府

加强环境规制策略时ꎬ 本地政府则倾向于降低环境标准ꎬ 导致邻近地区污染通过外部性转移到本地

区ꎮ 当 β < ０、 λ > ０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时ꎬ 地方政府间表现为 “差异化竞争 Ｂ” 策略ꎬ 即存在

(执行ꎬ 不执行)环境规制策略ꎮ 当本地政府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时ꎬ 本地污染产业发生转移并进入

环境规制较弱的周边地区ꎮ 当 λ 不显著时ꎬ 地方政府间表现为 “无策略互动”ꎮ

表 ２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识别及释义

系　 数 逐底竞争 趋好竞争 差异化竞争 Ａ 差异化竞争 Ｂ 无策略互动 无策略互动 无策略互动

β ＋ － ＋ － ＋ － /
λ ＋ － － ＋ / / /

(二)变量选取

１􀆰 污染排放(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ꎮ 参照朱平芳等(２０１１)的处理方法ꎬ 我们利用废水、 和烟(粉)尘的排

放量构建污染排放指数(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 以反映各个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ꎬ 其计算公式为: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 ＝
ｐｗ ｉ１ ＋ ｐｗ ｉ２ ＋ ｐｗ ｉ３

３

ｐｗ ｉｊ ＝
ｐｉｊ

∑ ｎ

１

ｐｉｊ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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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ｐｉｊ 为 ｉ地区污染物 ｊ的排放量ꎻｐｗ ｉｊ 为 ｉ地区污染物 ｊ的相对排放水平ꎬ该数值越大ꎬ说明 ｉ地区污

染物 ｊ 的排放水平就越高ꎻｎ 为地区数量ꎮ
２􀆰 环境规制强度(ＥＲ)ꎮ 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ꎬ 我们主要采用代表性污染物排放量、 企业或

政府的污染治理投资、 环境规制的政策数量、 综合赋值、 替代指标和自然实验等方法[２１][２２][２３]ꎮ 为

反映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ꎬ 本文采用排污费征收额与污染排放量的比重来表示ꎬ 其计算公式为:

ＥＲ ｉ ＝
ＰＦ ｉ

ＰＳｉ ＋ ＰＣ ｉ

其中ꎬ ＰＦ ｉ 表示 ｉ 地区的排污费征收额ꎬ ＰＳｉ 表示 ｉ 地区的排放量ꎬ ＰＣ ｉ 表示 ｉ 地区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的排放量ꎮ 由于固体废弃物的排污费征收额占总排污费征收额的比重很小ꎬ 且各省的固体

废弃物排放量存在较多缺失值ꎬ 因此本文未将固体废弃物纳入污染物排放中ꎮ
３􀆰 控制变量ꎮ (１)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ｎ)ꎬ 以人均 ＧＤＰ 并取对数来衡量ꎻ (２)城镇化率(Ｕｒ￣

ｂａｎ)ꎬ 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ꎻ (３)产业结构(Ｓｔｒｕ)ꎬ 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来

表示ꎻ (４)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ꎬ 以实际利用外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ꎬ 并按历年人民币汇率的

平均价格对 ＦＤＩ 进行折算ꎻ (５)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ｅ)ꎬ 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

来表示ꎮ
(三)数据来源

鉴于西藏缺失大量数据ꎬ 本文选择中国 ３０ 个省(市、 区)的面板数据ꎬ 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各省(市、 区)的统计年鉴及高校财经数据库ꎮ 表 ３ 给出所有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ꎮ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污染排放(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２９ ０􀆰 ９１１９ ６􀆰 ０７０７ ０􀆰 ０１５３
环境规制强度(ＥＲ) ０􀆰 ０７４７ ０􀆰 ０６６９ ０􀆰 ９５５３ ０􀆰 ００２５
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ｎ) １０􀆰 １６５７ ０􀆰 ７３８９ １１􀆰 ６５８０ ６􀆰 ６２４８
城镇化率(Ｕｒｂａｎ) ５１􀆰 １２７７ １４􀆰 ２５９５ ８９􀆰 ６１３２ ２４􀆰 ７７０１
产业结构(Ｓｔｒｕ) ０􀆰 ９４２６ ０􀆰 ４９２４ ４􀆰 １６５３ ０􀆰 ４９４４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 ０􀆰 ４１３５ ０􀆰 ５２５７ ５􀆰 ８５７９ ０􀆰 ０４８４
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ｅ) ２􀆰 １００５ ０􀆰 ９９２４ ６􀆰 ７４５０ ０􀆰 １５６４

四、 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４ 报告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ꎮ 在回归过程中ꎬ 本文通过逐步引入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空间

滞后项的方式来检验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ꎬ 发现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空

间滞后项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ꎬ 说明空间自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

性ꎮ 估计结果显示ꎬ β < ０、 λ > ０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ꎬ 意味着本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较

为明显ꎬ 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却提高了本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ꎬ 说明中国省际政府间环

境规制策略存在 “差异化竞争” 现象ꎮ 当一个地区为治理污染排放而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时ꎬ 本地

区的污染产业会转移到周边地区ꎬ 从而提高了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ꎬ 这进一步佐证了沈坤荣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１９]ꎬ 即环境规制引发污染的就近转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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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ꎬ 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排放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ꎬ 而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程度对污染排放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ꎮ 可能的原因在

于: 一是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ꎬ 城市规模的扩张对公共基础设施、 生活环境质量和产业空间布局

等都具有更大的低碳绿色发展需求ꎬ 从而倒逼当地政府提高本地区的污染治理水平ꎻ 二是污染排放

主要来源于工业化进程ꎬ 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调整本身就是服务业对工业的 “腾笼换鸟”ꎬ 服务业

较工业显著降低了污染排放水平ꎻ 三是由于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ꎬ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很容易产生

“市场失灵”ꎬ 因而需政府干预治理ꎮ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Ｎ ＝４２０)

变　 量 (１) (２) (３)
ＥＲ － １􀆰 ２３４６∗( － １􀆰 ８９) － １􀆰 ２０３５∗( － １􀆰 ８５)
ＷＥＲ ０􀆰 ７８３７∗∗(２􀆰 ３３) ０􀆰 ７９０３∗∗(２􀆰 ３４)
Ｅｃｏｎ ０􀆰 ０７６９(０􀆰 ８４) ０􀆰 ０８８７(０􀆰 ７４) ０􀆰 ０５３０(０􀆰 ４３)
Ｕｒｂａｎ － ０􀆰 ０１８７∗∗( － ２􀆰 ４５) － ０􀆰 ０１８９∗∗( － ２􀆰 ３８) － ０􀆰 ０１８５∗∗( － ２􀆰 ３５)
Ｓｔｒｕ － ０􀆰 ４６７１∗∗∗( － ３􀆰 ５１) － ０􀆰 ３８１３∗∗∗( － ２􀆰 ９０) － ０􀆰 ４６３７∗∗∗( － ３􀆰 ３７)
ＦＤＩ － ０􀆰 ０３７３( － ０􀆰 ４０) － ０􀆰 ０１２５( － ０􀆰 １３) － ０􀆰 ０３１１( － ０􀆰 ３３)
Ｇｏｖｅ － ０􀆰 １７５１∗∗∗( － ３􀆰 １３) － ０􀆰 １６３２∗∗∗( － ２􀆰 ８９) － ０􀆰 １６６９∗∗∗( － ２􀆰 ９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１９４ ０􀆰 １８５８ ０􀆰 ２０７１

　 　 注: ∗、 ∗∗和∗∗∗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 、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ꎻ 括号内为 Ｔ 值检验结果ꎮ 下表同此ꎮ

(二)区域差异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ꎬ 导致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①ꎮ
那么ꎬ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是否也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呢? 本文将引入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个

区域虚拟变量并分别设置为 １、 ２ 和 ３ꎬ 然后构建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ꎬ 以检验地方

政府间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差异ꎮ

表 ５　 区域差异的估计结果(Ｎ ＝４２０)

变　 量 (１) (２) (３)
ＥＲ － ２􀆰 ２９３９( － １􀆰 ６２) － ２􀆰 ７３８７( － １􀆰 ４０)
ＷＥＲ １４􀆰 １６６７∗∗∗(３􀆰 ６０) １２􀆰 ４１６１∗∗∗(３􀆰 ０２)

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 － ３􀆰 ７１６６∗∗∗( － ３􀆰 ０６) － ２􀆰 ６４９６∗∗( － １􀆰 ９９)
Ｗ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 － ４􀆰 ９２０５∗∗∗( － ４􀆰 ２６) － ３􀆰 ８７１４∗∗∗( － ２􀆰 ６９)

Ｅｃｏｎ ０􀆰 １９５４(１􀆰 ０８) ０􀆰 ０６６３(０􀆰 ５７) ０􀆰 ０５７６(０􀆰 ４８)
Ｕｒｂａｎ － ０􀆰 ０２５２∗∗∗( － ３􀆰 ２７) － ０􀆰 ０２８０∗∗∗( － ３􀆰 ５１) － ０􀆰 ０２７９∗∗∗( － ３􀆰 ５１)
Ｓｔｒｕ － ０􀆰 ５４３２∗∗∗( － ４􀆰 １６) － ０􀆰 ４８２８∗∗∗( － ３􀆰 ７４) － ０􀆰 ５６８５∗∗∗( － ４􀆰 １４)
ＦＤＩ － ０􀆰 ０８２６( － ０􀆰 ８９) － ０􀆰 ０２０５( － ０􀆰 ２２) － ０􀆰 ０４５８( － ０􀆰 ４９)
Ｇｏｖｅ － ０􀆰 １８３９∗∗∗( － ３􀆰 ３５) － ０􀆰 １４８３∗∗∗( － ２􀆰 ６８) － ０􀆰 １５５５∗∗∗( － ２􀆰 ８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９７２ ０􀆰 ２８２２ ０􀆰 ２９７４

由表 ５ 的估计结果可知ꎬ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较为显著ꎮ 一方面ꎬ 地方

政府间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果呈阶梯型分布ꎬ 越往西部地区ꎬ 环境规制的效果越明显ꎻ 另一方

面ꎬ 环境规制导致的污染转移效果也呈阶梯型分布ꎬ 越往西部地区ꎬ 污染转移效应越弱ꎮ 出现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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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和海南等 １１ 个省(市、 区)ꎬ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等 ９ 个省(市、 区)ꎬ 西部地区包括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和新

疆等 １０ 个省(市、 区)ꎮ



象的原因可能是: 东部地区的产业起步较早ꎬ 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集聚区ꎬ 也是污染排放的主

要来源地ꎬ 因而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就很容易引发污染产业向周边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转

移ꎻ 西部及部分中部地区的工业起步较晚ꎬ 产业基础薄弱ꎬ 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

效果立竿见影ꎮ 此外ꎬ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上述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ꎮ
(三)进一步的机制探讨

关于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ꎬ 目前已形成 “遵循成本” 和 “创新补偿” 两种观点ꎮ
前者认为环境规制通过污染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增加了企业的 “遵循成本”ꎬ 在环境约束和规制政

策的限制下ꎬ 企业因生产成本增加而减少要素投入ꎬ 降低了污染排放(Ｇｏｌｌｏｐ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１９８３)ꎻ
后者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改变粗放型生产模式并进行技术创新ꎬ 以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

成本增加[２１][２２][２３][２４]ꎬ 从而形成 “创新补偿”ꎬ 最终也降低了污染排放ꎬ 这一效应被称为 “波特

假说” [２５][２６]ꎮ
为检验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对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ꎬ 本文通过引入遵循成本(Ｃｏｓｔ)和创新

补偿(Ｉｎｎｏ)两个指标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ꎮ 遵循成本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来表示ꎬ 创新补偿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ꎮ
表 ６ 的估计结果显示ꎬ 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与遵循成本的交叉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ꎬ
而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与创新补偿的交叉项则均显著为负ꎬ 意味着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

的污染治理效应可通过创新补偿的方式实现ꎬ 而遵循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因此ꎬ 鼓励企业加快技

术创新ꎬ 不仅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 “逐底竞争”ꎬ 还推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转

向 “趋好竞争”ꎮ

表 ６　 引入遵循成本和创新补偿的估计结果(Ｎ ＝４２０)

变　 量 (１) (２) (３) (４)
ＥＲ － ０􀆰 ７８７１( － １􀆰 ０８) － ２􀆰 ３５２３( － １􀆰 １０)
ＷＥＲ ０􀆰 ５２５９(０􀆰 ２２) ０􀆰 ５６９４(０􀆰 ２４)

ＥＲ × Ｃｏｓｔ ５􀆰 ３６７０(１􀆰 ３４)
ＷＥＲ × Ｃｏｓｔ ３􀆰 ８４１６(０􀆰 ７７)
ＥＲ × Ｉｎｎｏ － ０􀆰 ２０３６∗( － １􀆰 ７４)
ＷＥＲ × Ｉｎｎｏ － ０􀆰 ５５９５∗( － １􀆰 ７６)

Ｅｃｏｎ ０􀆰 ０８５７(０􀆰 ９３) ０􀆰 ０９０３(０􀆰 ７６) ０􀆰 ０５５２(０􀆰 ５９) ０􀆰 ０８４１(０􀆰 ７０)
Ｕｒｂａｎ － ０􀆰 ０１８２∗∗( － ２􀆰 ３６) － ０􀆰 ０１８１∗∗( － ２􀆰 ２６) － ０􀆰 ０１９０∗∗( － ２􀆰 ４７) － ０􀆰 ０１９８∗∗( － ２􀆰 ４５)
Ｓｔｒｕ － ０􀆰 ４４５７∗∗∗( － ３􀆰 ３２) － ０􀆰 ３８１８∗∗∗( － ２􀆰 ８９) － ０􀆰 ４３３７∗∗∗( － ３􀆰 ２０) － ０􀆰 ４２８９∗∗∗( － ２􀆰 ８３)
ＦＤＩ － ０􀆰 ０２６５( － ０􀆰 ２９) － ０􀆰 ００５６( － ０􀆰 ０６) － ０􀆰 ０４４０( － ０􀆰 ４７) － ０􀆰 ００５７( － ０􀆰 ０６)
Ｇｏｖｅ － ０􀆰 １６４７∗∗∗( － ２􀆰 ９３) － ０􀆰 １５７９∗∗∗( － ２􀆰 ７８) － ０􀆰 １６４６∗∗∗( － ２􀆰 ９２) － ０􀆰 １６９８∗∗( － ２􀆰 ９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１２５ ０􀆰 １７４０ ０􀆰 ２２１０ ０􀆰 １９２７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ꎬ 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ꎬ 构建地方政

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ꎬ 运用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自滞后模型ꎬ 验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

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ꎮ 演化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ꎬ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主要通过权衡环境规

制的成本和收益达到 “逐底竞争” 或 “趋好竞争” 的均衡点ꎬ 且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ꎮ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ꎬ 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明显的 “差异化竞争”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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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ꎬ 即本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较为显著ꎬ 并引发污染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转移效应ꎻ 地方政

府间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呈 “东 < 中 < 西” 的阶梯型分布ꎬ 而污染转移效应则呈 “东 > 中 >
西” 的阶梯型分布ꎮ 进一步的机制探讨发现ꎬ 创新补偿效应是推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由

“逐底竞争” 转向 “趋好竞争” 的主要方式ꎬ 而遵循成本效应并未得到实证支持ꎮ 控制变量的估计

结果显示ꎬ 加快城镇化建设、 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及有效的政府干预程度是污染减排的重要

途径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ꎬ 我们可得出以下的几点政策启示ꎮ (１)推进环境治理与地方官员考核绩

效挂钩ꎬ 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督查和问责ꎬ 改变唯 ＧＤＰ 的官员升迁激励ꎮ 对此ꎬ 中央政府

应通过顶层设计ꎬ 打破行政区划对环境跨区域治理的约束ꎬ 促进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形

成共识ꎮ (２)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ꎬ 尤其是对高能耗、 高排放和高污

染的地区和行业予以重点督查、 治理和处罚ꎬ 建立环境硬约束的评价体系ꎮ (３)积极鼓励企业加大

技术创新ꎬ 引导企业对生产方式进行技术改造ꎬ 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ꎮ 在实施环境规制的

过程中ꎬ 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给予政策支持ꎬ 尤其要强化对工业企业的 “创新补偿”ꎬ 大力支持企业

通过技术创新方式来应对环境资源的约束ꎬ 降低污染排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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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立军等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污染治理效应: 机制与实证　




